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航拍照。

五年探秘“最早宫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

县城东北约 7 公里处，汾河以东，地处太

岳山脉余脉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

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 整体处于三面环

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之中。

站在陶寺遗址内的宫殿区发掘点，

向东远望，便是雄伟的崇山。薄雾笼罩中

的崇山，以中央山峰为轴左右对称，地貌

奇特，身形雄伟，仿佛是张开臂膀环抱孩

子的母亲， 怀抱着陶寺文化孕育的这片

厚土。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

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

沟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这是管子在

《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的原则。 从

陶寺文化的选址，可以看到早在 4300 年

前， 华夏先民就已经领悟并运用了这个

原则。 ”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说。

2012 年，高江涛作为陶寺遗址考古

队领队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在 2013 年至

2017 年这五年间，他带领队员重点对宫

城城墙进行了发掘， 逐渐确认了它的存

在。学界普遍认为，宫城城墙以及城门址

的发现，证明了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

备， 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

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记者循着指引看到了一段宫城城墙

的基槽， 有些地段的夯土基槽能够看到

层理非常清晰致密的夯层，从城墙构造、

位置和走向， 可以看到陶寺人对城址有

着明确的规划。

高江涛介绍说， 宫城城墙的发现可

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当时考古人员

只发现了宫殿区， 但对宫殿区是否有城

墙、城墙位置一无所知。 2012 年秋的一

天，他偶然下到沟壑的断崖下，一抬头，

忽然发现断崖的断面上， 土层似乎有夯

土的痕迹。 于是， 他沿着断崖继续走了

50 多米，发现断面全是夯土 ，高度疑似

城墙，随后立即进行钻探、切面解剖，确

认了宫城城墙的存在。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为了搞

清楚宫城城墙的位置和具体构造， 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项目支持下， 从 2013 年 3 月开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

持续对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到 2017 年

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

发展演变等问题。

陶寺宫城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位于

陶寺遗址东北部， 呈长方形， 东西长约

470 米，南北宽约 270 米，方向大体北偏

西 45 度， 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形

成了宫城在里，郭城在外，呈“回”字形布

局的“双城制”。 同时，陶寺宫城形制规

整，自成体系，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

学界普遍认为陶寺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

的中国最早的宫城。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在形制结构上

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 陶寺

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

化可能有着深远影响。 而陶寺南东门址

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

彩， 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

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 对后世影响亦深

远悠长。 ”高江涛说。

陶寺文化被发掘者分为早、中、晚三

个连续发展的阶段， 主体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 从目前发掘

与研究的情况来看， 陶寺遗址在陶寺文

化中期达到了鼎盛， 出现了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的大城， 是迄今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发现的这一时期规模最大， 等级最

高的都邑遗址之一。

高江涛介绍， 陶寺城址内部基本上

有了严格的功能区划， 东北部是宫城和

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 宫城西南近处为

下层贵族居住区， 宫城南部近处是仓储

区，城址南部偏东是早期墓地所在。早期

墓地东南单独围出一个小城作为特殊的

宗教祭祀区，内发现有“观象台”遗迹和

中期墓地。城址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

西北为普通居民居住区。

陶寺文化已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

不仅居住区又细分为高等贵族居住区、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一般平民居住区，同

时，建筑既有大型宫殿类夯土，又有半地

穴式的简陋房屋。 墓葬等级分化更加明

显，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

着多个层次等级， 反映了社会等级分化

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

积深厚， 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高水

平的田野发掘技术， 这对考古队来说是

一个极大的挑战。 ”高江涛说，尽管已经

挖掘了 40 年，但相对于 280 万平方米的

城址总面积来说， 目前为止只发掘了千

分之五。

薪火接力，层层揭秘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于 1958 年文物普查时发

现，迄今已 60 年。数代考古人不惧艰辛、

孜孜以求， 使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

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实际上陶寺考古的一系列成果都

是建立在张彦煌、高炜、高天麟、张岱海

等几位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的发掘

研究之上， 临汾盆地有将近 100 处跟陶

寺相似的文化， 因此最初确立陶寺文化

是至关重要的，是后续研究的基础。 ”高

江涛说，自陶寺遗址发现至今，其发掘、

研究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到1978年正式

发掘，是初步认识陶寺遗址的阶段。1959

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1977年

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山西队在首任

队长张彦煌领导下， 开始了大规模的晋

南考古调查， 发现了从仰韶文化及以后

的遗址306处， 陶寺遗址就是其中一项，

调查中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1973年，中

国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恢复考古工作

后，再次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并将其作

为晋南考古工作首选四个目标（陶寺、方

城、 东下冯和天马—曲村） 之一。 且于

1974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简单的试掘。

“这使我们认识到陶寺是一处属于龙山

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大型遗址。”高江

涛说。

从 1978 年至 1985 年， 进入了连续

考古发掘阶段，获得突破性的大收获。随

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陶龙盘、陶鼓、鼍

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大批精美

文物出土，并发现了扁壶上的朱书文字，

震惊海内外。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先

生确立了“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弄清

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

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的文化序列，为

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

研究深入， 学术界意识到了陶寺遗址对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有着重要

意义。

1999年至 2001年，以梁星彭为队长

的陶寺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重点对

陶寺大城进行勘探和城墙解剖工作，基本

确定了现在可知的大城时空分布。

第四阶段则是从 2002 年春开始，何

努接任陶寺考古队队长， 此时陶寺遗址

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之中，经过发掘，逐渐厘清陶寺都城性

质功能和分区，发现了古观象台，并经过

研究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

要都城聚落的地位。

这一阶段最为人熟知的是观象台遗

迹的发现，考古队通过对遗迹复原，又经

过一年多的反复模拟观测以及与天文学

家的合作研究后，最终发现 13 个柱子间

的缝隙， 是古人根据阳光透过缝隙照射

到圆心点来观测天象， 以确定春分、秋

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证

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时”，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

历法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 陶寺观象台

形成于公元前 2100 年，比英国巨石阵观

测台还要早近 500 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探源工程启

动与实施以来， 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

城邑，考古队进行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

确定了早期墓地、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

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

等， 使得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

特征逐渐显现出来。 ”高江涛说。

崇“文”德，汇聚融合四方文化

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都伴随着

珍贵艺术品的出土， 陶寺遗址大墓里出土

的精美的器物， 沉睡数千年却依然古朴优

美，令人震撼。

在陶寺遗址已发掘的墓葬中， 最为重

要、也最令人瞩目的一座大墓，是陶寺文化

中期的“王级大墓”———M22。

这座大墓为竖穴土坑墓， 墓圹为圆角

长方形， 开口长 5 米、 宽 3.65 米， 深约 7

米，规模较大。墓室四周共发现 11 个壁龛，

用于放置随葬品。 随葬品丰富， 棺内残留

46 件，扰坑出土 20 件，墓室未扰动部分出

土 72 件（套），包括彩绘陶器 8 件、玉石器

18 件套、骨镞 8 组、漆木器 25 件、红彩草

编物 2 件，以及猪 10 头、公猪下颌 1 件。

在 M22 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有

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 其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粗壮的獠牙 ，即 《周易·大畜 》所言之

“豮豕之牙”。 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

放置 3 件彩漆柄玉石兵器。 “豮豕之牙”及

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共同表达的恰是

“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体现了墓

主卫兵弗用、 修兵弗战的和善意识。 M22

中这些迹象表明了墓主以和为主， 崇尚

“文”德的思想。

就文化因素而言，M22 墓中出土的

玉石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石钺以及玉

兽面等， 均非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

本地。 “玉琮、玉璧等多为年代早于陶寺

文化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所常

见， 陶寺此类玉器很可能源于良渚文化

因素； 玉石钺与双孔石刀则是含有明显

的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因

素； 而玉兽面与常见于长江中游江汉平

原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钟祥六合、天

门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兽面形象十分

相似， 又与天门石家河遗址新近出土的

玉人头像面部特征相似。 ”高江涛说。

实际上， 早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

就敏锐地意识到陶寺文化是源于中原的

仰韶文化、 燕山以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

化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等多

种因素相聚于此。 此外， 高炜先生对陶

寺文化早期出土玉器作了概括性研究，

指出陶寺玉器群集红山 、 大汶口 、 良

渚、 薛家岗诸文化玉器的因素为一体，

并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独

特特征。

陶寺文化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不是

简单的“拿来”，而是经过了相当程度的

改造和创新。 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钺

多素面， 而未见如良渚钺上的神人兽面

纹及鸟纹，此类玉器显然已非宗教法器，

而是用于区别贵贱、 身份的同时又有饰

品化的倾向，世俗和礼制的内涵彰显。

“可见，M22 高等级的随葬品又表现

出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的现

象， 也正是由于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

吸收，从而创造出了一支新的博大精深、

异彩纷呈的陶寺文化。 ” 高江涛说。

通过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器物， 有学

者断定，陶寺文化时期社会上、中层已普

遍使用了礼器， 并已形成按贵族的等级

身份依次有序的一套使用礼器的制度。

至陶寺文化中期， 大墓的礼器群更加华

丽，非实用性更强，礼器色彩更浓。 这些

礼器表现出的显然是规范现实社会中各

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礼

序人伦”的礼制。

不仅如此，通过与石家河文化、良渚

文化、 红山文化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化

对比，高江涛认为，陶寺文化和社会发展

中更加“重礼务实”，统治集团比较“世俗

化”。 例如遗址中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

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 用于防御外敌

的入侵； 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

生产，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

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

“由此可见，陶寺文化的统治者们在

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 物力相对较

少，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

风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

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

展。 ”高江涛认为，陶寺文化和社会在文

明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

制度、统治模式、执政理念等文明内涵多

为夏商周三代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相关特

征与模式的主源。

陶寺遗址：“最初中国”的样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陶寺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正式发掘则始
于 1978 年， 迄今已有 40 年。 在这项历时 40 年的考
古发掘中， 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 气势恢宏的宫殿、

大型的王墓、 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观象台 ， 一
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的都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陶寺遗址的使用年代距今约 4300 到 3900 年， 遗
址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 城址面积 280 万平方米。 一

系列发掘成果， 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
逐渐显现出来。 陶寺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 “都
城要素最完备” 的一座大型城址。

同时， 陶寺文化呈现出一支繁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
特征 。 在这里 ， 发现了早于甲骨文 500 余年的朱书文
字， 发现了古观象台以及利用 “圭、 表” 测日影的天文
观测系统， 还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礼器、 中原地区

已知最早的龙图腾、 中国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黄
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
级、 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中华文明， 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40 年挖掘， 对于这座数千年历史的遗址， 更多秘密
有待揭开。 今天， 一群考古人仍埋头躬耕在此， 一点一
点探源 “最初中国” 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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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之证与“最初中国”之争
规模空前的城址、 与之相匹配的

王墓、 世界最早的观象台、 气势恢宏

的宫殿、 独立的仓储区、 官方管理下

的手工业区等……种种发现表明， 陶

寺遗址同中国早期国家或文明起源的

探索息息相关。 有专家学者提出， 陶

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

联系， 更有学者认为， 陶寺就是最早

的 “中国”。

陶寺遗址究竟是不是尧帝都城？

既然学界对于陶寺是一座距今 4300-

3900 年的都城遗址这个判断达成了

共识，那么它的主人是谁？ 自 1978 年

陶寺遗址发掘以来， 学术界有关它的

族属问题多有主张，基本有“唐尧说”

“尧舜说”“有虞氏说”以及“夏族说”。

“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

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然

而随着近年来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陶寺文化大体上属于传说中尧舜时代

还是基本为学者们所认同。”陶寺考古

队领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高江涛说，“太多东西都指向尧， 可以

说已经形成了证据链， 但是陶寺文化

延续了至少 400 年， 哪一期的陶寺是尧

都？ 目前的争论点主要在这。 ”

中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中国社科

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认为，目前，没有哪

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

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

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

在临汾一带，这恐非偶然。

除了在时间和空间上， 陶寺遗址与

尧都最为契合外， 曾任陶寺考古队队长

的何努、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震中等学者通过地下发掘与文献学、

民俗学等多重证据法， 认为陶寺遗址为

尧都已经形成了证据链。

首先是文字的证明， 目前陶寺遗址

已发现多个文字，其中两个字于 1984 年

发现于一片扁壶残片上。 这两个字中一

个释读为 “文” 没有异议， 另一个存在

“尧”“易”“命”等多种解释，以何努为代

表的一些学者， 包括古文字学家葛英会

都支持其释读为“尧”。

此外 ， 在陶寺中期大墓 M22 中发

现的完整公猪下颌骨， 左右各摆 3 件彩

漆柄玉石兵器， 这在很多学者看来符合

《周易·大畜》 中的 “豮豕之牙”， 象征

修兵不战、 兵不血刃、 不战屈人之兵的

文德治国的 “上政” 理念， 与陶寺朱书

扁壶上的 “文尧” 二字同是对帝尧文德

的颂扬， 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有学者认为，陶寺早期王

族墓地中出土的用朱砂绘制的龙盘，其

形象与《竹书纪年》中尧母庆都感于赤龙

而生尧的传说有关联， 或可作为帝尧王

族神化的象征图示。 因此越来越多学者

认为，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

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

契合，是实证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

重要支点和基石。

除了尧都的争议，近年来，有关“最

早中国”“最初中国” 等的讨论逐渐成为

相关研究中难以回避的热点。 200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

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以《最早的中国》为

题出版专著， 提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二

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 而何努

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

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是“最初中国”。

高江涛介绍 ， 事实上 ，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从中

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

“最早中国 ” 的概念 ， 认为约公元前

4000 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

文化便是 “最初中国”。 而考古学家苏

秉琦先生在 1991 年提出古代中国演变

的 “三部曲” 时， 认为尧舜时代万邦活

动的中心之晋南一带是 “最初中国” 所

在， 并提到： “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

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 ‘方

国’ 时代， 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

的中心地位， 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

代， 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 ‘中

国’， 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究竟如何理解“中国”二字的本意？

高江涛的理解与何努不谋而合，“最本初

的中国就是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而

这两个特征都是陶寺所具备的”。

学术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 也或

许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逐渐形成共识。

但可以确定的是，陶寺考古 40 年，经过

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陶寺文化的神

秘面纱正在层层揭开， 陶寺遗址和陶寺

文化的重要性也渐被世人所知。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 蟠龙纹陶盘。 朱书扁壶上为朱砂书写的 “文” 字。

专家观点

■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②

陶寺古观象台遗

址复原。 邱小林摄
（除署名外， 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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